
AI（愛）心陪伴：中國兒童陪伴機器人的
網絡化身體與多重男性氣質

袁艷、朱琳

摘要

當男性科學家和工程師所主宰的機器人技術進入傳統意義上由女

性所主導的家庭育兒場景，技術的性別會發生怎樣的重構？自2016

年以來在中國市場大量湧現的兒童陪伴機器人為回答這個問題提供了

極好的案例。本文採用技術女性主義的理論框架和男性研究的相關理

論，從性別的角度對兒童智能陪伴機器人的社會建構及文化價值進行

實證研究。研究選取智伴、阿爾法蛋等五個品牌的產品為研究對象，

從符號性表徵和具身行為兩個方面進行觀察和分析，並以機器人的網

絡化身體為出發點剖析這一技術製品的性別偏向和性別關係結構。研

究發現，兒童陪伴機器人在前台、中台和後台，分別扮演夥伴、家長

和專家三種不同角色，在這三種角色中，機器人分別表現出以聰明淘

氣和自我中心為特點的小男生氣、以權威感、控制感為訴求的英雄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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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式氣概，以及基於數據和計算、超脫個體經驗和情感的冷靜理性

氣質。儘管它們表現各異，但在社會性別話語結構中都偏向男性，與

其應用場景在傳統意義上的女性色彩形成反差。機器人的多重男性氣

質一方面在情感和符號維度上打破了傳統的男性刻板印象，但另一方

面，它也鞏固了家庭育兒勞動中的男女性別分工，維護了男性對女性

的優勢地位。作為中國當代霸權性男性氣質在面臨家庭育兒焦慮、特

別是父職焦慮的情況下所催生出的一種技術性解決方案，本文認為它

一方面為滿足和發展父親與孩子之間的親子感情創造了空間，另一方

面，它在捍衛父職權威性和推崇平台化的育兒方式時，也會對母親的

育兒經驗和訴求形成排斥。

關鍵詞：機器人、人工智能、技術女性主義、男性氣質、性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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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ose Love Is AI For? The Networked Body and 
Multiple Masculinities in Chinese Child-Rearing 
Robots

Yan YUAN, Lin ZHU

Abstract

What would happen to gender politics if AI technology, which is 

dominated by male scientists and engineers, entered domestic child rearing, a 

social domain that is conventionally dominated by women? The rise of child-

rearing robots in China since 2016 has provided us with a focus for addressing 

this question. In this study, five brands of robots are used as examples to 

examine gender bias and gender strategies in this newly emerged technological 

artifact, following the paradigm of feminist STS and the theoretical approach 

of masculinity studies. The data were drawn from two sources: media 

representations of the robots and the functions that they embody. In examining 

the artifact as a networked body, the findings show that the technology is 

composed of front, middle, and back platforms, and it performs three different 

roles, respectively: partner, parent, and expert. In accordance with these roles, 

the robots demonstrated three masculinities: naughty boy, heroic patriarch, and 

rational man. Despite their differences, they all showed the male bias of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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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chnology compared with the previously female dominance in its application 

context. On one hand, the multiplicity of masculinity in the robots breaks the 

stereotypes about men but, on the other hand, reinforces the gender division of 

labour in domestic child rearing and the superiority of men. As a technological 

solution driven by dominant masculinity and fatherhood, it may help to produce 

a space for rebuild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athers and children, but by 

defending the authority of fathers and platforms, it also risks the possibility of 

devaluing mothers’ experiences and interests in domestic child rearing. 

Keywords: robot, AI, feminist STS, masculinities, gender stud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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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愛）心陪伴

研究緣起

清晨，淘淘被另一個小男孩的聲音叫醒—他的機器人蛋蛋。睜

開眼，他看到媽媽在家拖地，他想找爸爸，得到的答案是：「爸爸在加

班！」淘淘好失望，要知道，今天可是爸爸的生日呀……不過，他有機

器人蛋蛋幫助他做作業，還陪他聊天、講故事。晚上，爸爸下班回家

了，淘淘從房間鑽出來，用蛋蛋剛剛教會他的英語對爸爸說：「生日快

樂！你是我的超級英雄！」爸爸激動得熱淚盈眶……

這不是一個科幻故事，而是2019年兒童智能陪伴機器人阿爾法蛋
A10的廣告。廣告中展現了一個典型的中國中產階級三口之家，其中

爸爸、媽媽和兒子的性別和社會關係都清晰易辨。但是故事裡多了一

個機器人蛋蛋。它是誰？它是男還是女？也許有人覺得這個問題很無

聊：「機器哪有性別？！」可是，我們又怎麼理解蛋蛋發出的男聲呢？

而且，明明是媽媽在家照顧淘淘，爸爸晚上才回家，蛋蛋為什麼只教

淘淘對爸爸表達愛呢？這是否說明它也有性別偏向？我們又應該如何

解讀這種性別偏向呢？

蛋蛋的故事並非個別，它正在被新科技帶進越來越多的中國家

庭。2016年，人工智能走向商業應用的步伐與中國大陸全面放開二孩

的政策不期而遇，中國市場開始出現針對兒童陪伴和早教的機器人。

短短三年時間，市場上陸續出現了40多個品牌的300多款產品，售價

從99元到18,800元不等。「2017年行業整體銷售額超過16.2億元，銷

量超過200萬台。預計到2020年，銷售額將突破37.6億」（中移物聯

網，2019）。與點讀機、故事機等傳統育兒設備不同的是，兒童陪伴機

器人能夠通過人工智能和語音識別技術與兒童進行直接的語音交流，

從而可以在情感陪伴、學習輔導和行為培養等方面替代父母做更多的

事情。所以，它們的口號是「做有愛的機器人」、「用AI啓迪未來新人

類」、「AI FOR LOVE」。

隨著人工智能在中國的突飛猛進，對這項技術的研究已經成為傳播

學和媒介研究的熱門話題，與眾多的人工智能商業應用相比，兒童陪伴

機器人的特殊之處在於它所暗含的跨性別流動，人工智能從技術實驗室

來到家庭育兒的場景之中，意味著它借助資本和市場的力量從男性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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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英和技術勞工的世界來到了一個原本由女性主導的日常生活空間

（Fortunati, 2018）。機器人在這個空間中要學會的愛，並不是計算機程

序所擅長的。那麼，它會向誰學？它的「愛」又會給家庭、給孩子帶來

什麼樣的影響？是讓他們更加平等開放，還是會讓強者更強、弱者更

弱？這些擺在千萬個淘淘和他／她們的爸爸和媽媽面前的問題，讓我們

對蛋蛋究竟是男是女的好奇變得不再那麼無足輕重。人工智能的商業

化應用必然會帶來各種空間的流動和社會邊界的打破，當社會空間的性

別屬性發生了變化，技術的性別又會發生怎樣的重構？中國兒童陪伴機

器人的出現無疑為我們切近這一問題提供了一個難得的窗口。

理論框架：機器人何以有性別？ 
—來自技術女性主義和男性研究的理論啓示

從性別的角度透視新技術對親職角色和家庭關係的影響一直是媒

介研究的一個熱門話題（王嵩音，2019；曹晉，2009；彭銦旎、黃何明

雄，2012），但是傳統路徑下的性別研究多關注現實生活中的男人／女

人與媒介技術的關係，所謂「性別」，只是媒介生產者或使用者的性

別，而媒介技術則被簡化為中性和透明的工具，與性別無關。這種人

類中心主義的路徑顯然不足以解釋像蛋蛋這樣的社交機器人對家庭育

兒和性別關係的影響。廣告中的蛋蛋不再是一個冷冰冰的傳播工具，

而是被植入人類的各種文化標記，獲得了與人相似的社交屬性。這一

現象將媒介研究的視野從傳統的「人—人傳播」擴展到「人—機傳播」，

技術就不再只是傳播的渠道和工具，而是攜帶著人類價值規範和文化

符碼的傳播主體和行動者（牟怡，2017；Guzman & Lewis, 2019; Lewis, 

Guzman, & Schmidt, 2019; Suchman & Suchman, 2007）。大量人機互動

的實驗已經證明人們會將人際交流中的一些社交法則運用到人機交流

中，將它們當作人一樣對待（Nass, Steuer, & Tauber, 1994; Reeves & 

Nass, 1996; Turkle, 2011）。因此，機器人的出場不只是改變了父母育兒

勞動的效率和方式，而是在原本性別化的家庭育兒空間中增加了另一

個性別化存在，它迫使我們超越人類中心主義的桎梏，打破人與機器

的邊界，將性別批判的矛頭直接瞄準媒介技術本身，而不是僅僅將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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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作背景和工具。正是為了直面這一挑戰，在眾多女性主義學術流派

中，技術女性主義成為本文展開性別研究最佳的理論路徑。

所謂技術女性主義（Techno-Feminism）是女性主義與科學知識社會

學（SSK）和科學技術研究（STS）相結合的產物，也稱女性主義技術研

究（Feminist Technology Study）（Harding, 1986; Lie & Berg, 1995; Plant, 

1997; Wajcman, 1991）。與傳統性別研究有所不同的是，技術女性主義

不再把性別和技術當作既定不變、彼此獨立的存在，而是強調二者之

間的滲透和相互形塑。性別和技術同處於一張由技術製品、人、組

織、文化意義和知識共同構成的網絡之中，各種行動者之間的相互協

商動態地建構著網絡的結構和每一個行動者的狀態（Wajcman, 2004, p. 

106）。在這一網絡中，不僅人是有性別的，技術也同樣具有性別，而

性別研究的焦點就是揭露「性別是如何被技術化的」以及「技術又是如何

被性別化的」。沿著這一思路，技術女性主義者發現，女性與技術的關

係並不因為她們對技術近用權的提高而發生實質性的改變，由於在男

權社會中男性長期掌握著科學技術領域的話語權和控制權，導致科學

技術製品普遍帶有霸權性的男性氣質，男性的強悍好鬥和計算理性往

往通過技術製品成為社會的主流價值（Wajcman, 1991），形成對女性否

定和排斥（Florman, 1976; Noble, 1992），甚至構成對女性身體的消費、

殖民和奴役（Harding, 1986; Haraway, 1997），這種性別偏向在互聯網、

人工智能等新技術中也同樣存在（胡泳，2014；Chen, 2013; Johnson, 

2014）。

然而，技術女性主義也存在著自身的困境，它在揭露技術的男性

氣質的同時很容易將二者籠統地劃上等號，忽視性別的異質性和複雜

性。正如李和貝爾格（Lie and Berg）所提醒，儘管在等級化的社會中我

們不得不通過男性女性的分類來談論和介入技術的政治，這並不等於

承認它們之間是二元對立的。「本質化地理解技術的性別與忽視技術的

性別同樣糟糕」（Lie & Berg, 1995, p. 341）。桑德拉．哈丁（Sandra 

Harding）也認為，女性主義應該在「關照女性經驗」、「堅持性別平等的

立場」和「從根本上否認存在著天然的男女之別」這三種認識論之間找到

平衡點（Harding, 1986）。那麼，如何才能在批判技術的性別偏向時避

免走入性別本質主義的陷阱呢？以瑞文．康奈爾（Raewyn Connell）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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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的男性研究或許為我們提供了一條出路。在康奈爾看來，男性氣

質不是男性區別於女性的本質屬性或男性生理特徵所對應的社會角

色，而是人們在性別關係結構中所謂「男性化」的位置上所進行的社會

實踐構型（Connell, 2005, p. 71），這一基於社會關係和社會實踐的定義

打破了傳統的男女二元對立，引導人們把焦點放在男性氣質建構過程

而不是將它作為一種固有的氣質模型（詹俊峰，2015）。雖然康奈爾本

人並沒有直接從事科學技術研究，但他的理論已經在科學技術研究中

開始產生影響（Faulkner, 2001; Lie, 1995; Murray, 1993），到目前為止，

現有的研究主要是以從事科學技術生產和研究的男性工程師和技術人

員為對象，或者從人類學的角度探討不同文化背景下男性與技術的關

係（Mellström, 2002, 2003），對人工智能條件下技術製品本身的男性研

究尚不多見。結合本文的研究對象，以康奈爾為代表的男性研究理論

在以下幾個方面具有理論啓示︰

第一，在康奈爾等人的概念中，男性氣質不是某些個人的氣質或

生理的特徵，而是一種廣泛的理想和欲望的表達，這種表達與真實生

活中的男人並不存在一一對應的關係，女人也可以具備某種男性氣質

（Connell & Messerschmidt, 2005, p. 836）。同理，機器人也不會因為沒

有長著男人的生理器官就不可能具備男性氣質，只要它參與了關於何

為男人的理想和欲望的表達並產生了社會影響，它就成為了男性氣質

的技術化身。

第二，男性研究理論為我們提供了分析性別霸權的多重維度以及

不同維度之間既分離又統一的關係。康奈爾等人將性別關係的結構分

為四個維度：不同性別之間誰控制誰的「權力關係」、不同性別在社會

分工上的「生產關係」、性別之間存在的依戀、愛欲等「情感關係」，以

及通過各種文化表徵所反映出來的有關性別的「象徵關係」（Connell & 

Pearse, 2009）。另一位學者德米特里（Demetriou）將性別霸權分為對外

和對內兩個方面（2001），對外霸權是指在兩性關係上存在著男性對女

性的主導權和不平等關係，對內霸權是指在男性內部存在著不同男性

氣質之間的鬥爭。性別研究不僅要關注兩性之間的政治，更要關注分

處霸權性、從屬性、合謀性和邊緣性等不同地位的不同男性氣質之間

的鬥爭和合作（Connell, 2005, p. 76）。這提示我們，不能只在男女二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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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構中觀察機器人的性別偏向，簡單判斷它是否與大多數技術製品一

樣具有男性氣質，而要分析它究竟具有怎樣的男性氣質，其中包含著

哪些不同的男性氣質，它們之間的關係又如何。

第三，康奈爾等人還強調男性氣質的動態性和時代性。他們指出

霸權性男性氣質從來就不是單一和一成不變的，而是不同男性氣質之

間不斷疊加和雜交的結果，常常呈現出霸權集群（hegemonic bloc）的狀

態（Connell & Messerschmidt, 2005, p. 845）。其中科技所代表的「理性

的男人」和軍事政治所代表的攻擊性男性氣質一直存在著既對立又合作

的關係。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各種男性氣質又不可避免地與商業和資

本的力量發生交纏。除此之外，現代化、全球化和女性意識逐漸覺醒

的因素給傳統霸權性男性氣質所帶來的危機也是理解當下男性氣質動

態變化的關鍵（Connell, 2005, p. 85）。應該說，當代社會許多男性文化

現象實質上都是不同文化語境和社會地位的男性氣質為了應對危機、

重建霸權而發生的新一輪雜交、合謀和妥協，中國也不乏這樣的例子

（羅曉東，2016；蔡玉萍、彭銦旎，2019）。正是基於這個原因，越是

男性相對失去優勢的領域反倒越有可能成為研究當代男性氣質的策略

性空間（Brandth & Kvande, 1998, p. 294）。眾所周知，在中國傳統男主

外、女主內的社會結構中，主流的男性向來不屑於也不擅長在家帶孩

子，那是女人的事情。而人工智能行業又是男性碼農和極客的天下，

一度被稱為「沒有女人的世界」（Jansen, 2002; Noble, 1992）。兒童陪伴

機器人的出現就代表著由男性所掌握的技術進入一個原本由女性主導

的空間，它對中國傳統男性氣質和傳統父職必然構成尖銳的挑戰。那

麼，機器人技術會採取怎樣的性別策略來應對這種挑戰？它的育兒方

式又如何被納入到霸權性男性氣質的建構之中？這一過程與西方自上

世紀90年代以來開展的「新爸爸」運動又有何關聯和差異呢（Dermott, 

2008; Hobson, 2004; Jordan, 2019）？

最後，康奈爾特別強調，儘管男性氣質不是由男性生理性別決

定，但它也絕不僅僅是社會劇本和文化表徵，理解男性氣質的建構，

「身體仍然至關重要」（Connell, 2005, p. 51）。雖然她的原義是指人的身

體，但是對技術研究也具有同樣的啓示。按照後人類主義的觀點，人

與物、有機與無機之間原本就不存在本質上的邊界（Barad, 2003; Ingo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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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人機傳播、賽博人等現象的出現更是要求我們重新定義何為

人、何為機器（牟怡、許坤，2018；Haraway, 1991）。如果說身體作為

人類男性氣質的生物載體至關重要，那麼技術的物質性構造對其性別

建構也同樣重要。當然，用男性研究中的身體觀理解技術的真正意義

在於強調物質性對於技術的性別建構的重要性，並不是要將人的身體

感套用在機器上。如果以人類基於個體的身體觀來理解機器，很容易

孤立地聚焦單個機器設備，忽略其背後賴以生存的相關技術設備、基

礎設施和能源網絡，這恰恰是對機器的誤讀。技術的商品化和消費化

過程往往會助長這種誤讀，廠商通過隱藏技術系統的後台和基礎設施

部分，放大單個技術製品的交互界面，以一種「空間的暴力」來掩蓋技

術深層的意義和權力關係（Couldry, 2001）。為避開這個誤區，應該將

性別研究的身體視角與科技技術研究的技術系統分析（technology 

system analysis）傳統相結合（Bijker, Hughes, & Pinch, 1987; Hughes, 

1993）。正如理解工業時代的洗衣機、麵包機等家用電器對女性家務勞

動的影響必須從它們所關聯的城市供水供電系統中發現答案（Cowan, 

1983），捕捉人工智能進入家庭的社會意涵也必須從它所依賴的網絡系

統中尋找線索。相比以往的技術製品，機器人的人格化外表會讓用戶

更容易將它當作獨立的個體而對待，而事實上，離開了背後龐大的操

作平台、數據庫和基礎設施網絡，單個機器人能做的事情非常有限。

當我們順藤摸瓜找到機器人發揮功能的動力源和控制源，就能看到它

的身體並不局限於那個人形的個體，而是分佈在多個平台和網絡之

中，它所表現出的生命和智能都是基於這個「網絡化身體」才成為可能

（劉海龍、謝卓瀟，2020）。根據人機交互界面的分佈來看，兒童陪伴

機器人的身體至少可分為前台、中台和後台三個部分，我們後面將詳

細介紹它們的物質構造、操作系統和人機互動方式，這幾大部分不僅

存在物質和技術層面的差異，在育兒活動中也分別扮演不同的角色分

工。在這樣的網絡化身體和多元重疊的社會角色之中，性別和技術會

以怎樣不同的方式相互嵌入？不同的性別氣質之間又會發生怎樣的關

聯和雜交？這便成為本文展開分析的邏輯起點和觀察視角。

綜上所述，本文將沿襲技術女性主義的理論框架，結合男性研究

的相關理論，從中國兒童陪伴機器人網絡化的身體結構出發對這一技

Copyrighted material of: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chool of Communication,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2021). Published by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235

AI（愛）心陪伴

術製品所包含的性別政治進行批判性研究。首先，我們將分別聚焦機

器人身體的前台、中台和後台三個部分，逐一剖析它們各自表現出的

性別特徵和性別策略。在此基礎上，我們再綜合三個部分的發現，從

總體上分析這一技術製品指向怎樣的性別結構和權力關係。

研究對象和方法

根據天貓和京東兩個銷售平台的統計，目前中國市場上的兒童智

能陪伴機器人品牌約有四十多個，每個品牌又有不同系列的產品，為

了讓研究更加聚焦，我們根據《互聯網周刊》聯合eNet研究院的統計數

據，從2019年中國人工智能機器人行業排名前30位的企業中挑選出五

個與兒童智能陪伴相關的品牌—小度機器人、阿爾法蛋、布丁、智

伴、巴巴騰。它們在2019年的行業排名分別為3、4、15、18、19（搜

狐網，2019）。其中阿爾法蛋、智伴兩個品牌在兒童智能陪伴中最受歡

迎。智伴機器人作為中國最早的兒童陪伴機器人，在2016年上市之

初，訂單銷量就超過百萬。在2019年雙十一銷售的統計數據中，阿爾

法蛋品牌機器人單日產品銷量超過3萬台。在天貓、京東平台機器人品

類中銷售額連續三年第一（王爵，2019）。

在研究方法上，本文採取物質話語分析（material discourse analysis）

的路徑，力圖從物質的話語效果與話語的物質效果之間的相互建構中

理解技術製品所包含的性別政治與權力關係（Hardy & Thomas, 2015; 

Orlikowski & Scott, 2015）。針對技術製品中的性別話語，溫迪．克納

（Wendy Faulkner）提出的符號／具身雙重分析框架對本研究具有直接的

指導意義。她認為技術的性別表現在符號和具身兩個方面，前者是關

於技術的性別化聯想，以文字、圖像、聲音等符號性的方式表現；後

者是技術製品所建構的行為方式和互動方式，主要通過功能和界面的

設計表現出來（Faulkner, 2001）。這一分析框架與機器人網絡化身體虛

實互嵌的存在方式非常契合。進入社會場景的機器人既活在物質性的

器物、程序和平台中，也活在虛擬的符號、文本、影像和意義之中，

它所扮演的各種社會角色不僅依賴物質性的技術功能來實現，也需要

通過各種媒介化的表徵和敘事來獲得身份認同。基於此，本文分別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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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文本分析和產品功能分析兩種方法對兒童陪伴機器人的符號化性別

和具身性性別進行研究。具體而言，文本分析的對象是從2019年5月1

日到2020年2月1日期間五個品牌的官方網站與第三方銷售平台上的視

頻和文字材料，其中視頻材料44條，包括產品廣告31條、品牌宣傳片
11條、新品發佈會錄像2條。另外參考了官方微信公眾號的推文675

條，以及各款產品的包裝和宣傳冊。產品功能分析包括技術系統分

析、交互界面和菜單分析、語音測試和功能體驗。每個品牌挑選一款

產品，具體的測試對象是：智伴1X、阿爾法蛋大蛋、布丁豆豆、小度

在家 IC的兒童模式和巴巴騰小騰機器人A6。

研究發現一：前台 —男孩子氣的玩伴

機器人的前台部分指的是以個體形態出現的機器人玩具。它們的

長相各異，體積和複雜程度也不盡相同，從台式到手握，從無屏到有

屏，每一個看起來都像是獨一無二。儘管它們像普通家用電器一樣需

要電力和網絡才能工作，但在充好電和設置好網絡連接後會讓人感覺

它們自帶能量、獨立自身。為了適應兒童的使用，產品的外形都採用

圓滑的設計，有些產品還會提供矽膠或絨面的外套，或者專門設計一

個可擰可咬的矽膠小觸角，供低幼兒童抓握玩耍。前台部分的人機交

互方式有語音和按鍵兩種，以語音為主、按鍵為輔。所有的機器人都

具有智能語音的功能，這極大降低了操作門檻，只要會說話的兒童就

可以操作。通過識別和合成真人的聲音，機器人不僅可以響應用戶的

需求和指令，還可以實現人機對話聊天。除了語音外，有些功能（比如

開關機、聯網、遠程通話音量調節等）是通過機身上的按鍵控制或觸屏

按鍵來控制，按鍵的設計也同樣盡可能地簡單方便。

這樣的界面設計讓機器人的前台部分顯得非常個性化和低幼化，

更像是一個兒童玩具而不是高科技產品，機器人由此獲得第一種角

色：做孩子的同齡玩伴。這個角色的交流對象是兒童，實現的功能包

括陪孩子聊天、講故事、播放音樂、唱兒歌、玩遊戲等等。孩子遇到

不懂的問題、不會做的功課時，還可以充當他們的小參謀和小助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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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器人與兒童之間的親密關係是塑造這個角色的重點。產品廣告中會

經常看到孩子在沒有家長陪伴的情況下抱著機器人睡覺或者和機器人

玩耍等親密的姿態。有些廣告中還會出現孩子故意避開家長與機器人

交流，似乎它們比家長更懂孩子、更能幫到孩子。在履行這些功能

時，機器人與孩子之間呈現一種平等和鬆散的夥伴關係，主導權在孩

子手上。

在這一角色中，機器人的性別特徵直接通過對產品的性格設計

（character design）進行標註。人與人社會交往中被用來指認個性的物質

性符號，諸如聲音、外貌、名字、自我表達、行為特點等，被運用到

機器人的性格設計中，這些符號在人類生活中的社會性別意義也就被

寫進了機器人的性格之中（Nomura, 2017）。至於不同的機器人產品究

竟會選擇怎樣的性別設計，之前的研究普遍認為機器人的性別設計對

應著其應用場景中原有的性別分工，機械工程、貨運、控制等傳統意

義上由男性承擔的工作就會按照男性形象設計，而文秘、陪護等傳統

意義上由女性承擔的工作則會設計為女性（Nomura, 2020; Woods, 

2018）。如果這一原則成立，那麼在中國目前仍然由母親本人或在隔代

長輩協助下承擔家庭育兒的情況下，兒童陪伴機器人理應設計為典型

的女性形象，按照女性的方式行使母親的育兒角色和功能。現實情況

是這樣嗎？為了回答這個問題，我們對五個品牌機器人所使用的暱

稱、語音的音色和機器的外觀進行觀察，並記錄下各款產品在智能語

音中所設定的關於自身性別和性格的描述。其中關於性別的表述是向

機器人提問「你是男生還是女生？」而得到的回答。關於性格的描述綜

合了開機歡迎詞和向機器人提問「你是誰？」、「你能做什麼？」等所得

到的回答。

五款兒童陪伴機器人從暱稱、音色、外觀、性別表述和性格描述

五個方面分別呈現出以下特點：
a.  暱稱：五款產品中兩款採用男性（蛋蛋、小騰），三款採用中性

（小智、小度、布丁）暱稱，未出現偏女性暱稱。為了進一步驗

證，我們對市場上另外47個同類產品的暱稱也做了統計。其中
15個使用的是典型的男性暱稱（如小豹、小武、小寶、小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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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淘等），29個為中性暱稱（如小米、小白、小芯、小聽等），

只有3個用了偏女性的暱稱（小漫、咪卡、貝貝）。
b.  音色：五款產品中只有小度採用女童聲，其餘四款均採用男童聲。
c.  外觀：以造型簡單的幾何形狀和動植物形狀為主，顏色以白色

多見，其次是藍色和灰色等冷色，搭配少量紅、綠、黃等暖

色。外觀上靠近主流玩具市場中的男童玩具，未出現女童玩具

中常見的帶有明顯女性色彩的身體曲線、面部特徵和髮飾。
d.  性別表述：已測試的五款產品要麼明確表示自己為男性，要麼

自稱無性別，無任何產品自我表述為女性。為了進一步驗證，

我們比較了小度機器人的成人和兒童兩種模式，當設為兒童模

式時，機器人會說自己無性別。當設為成人模式時，機器人就

會換成「女孩子」、「萌妹子」來描述自己。
e.  性格描述：五款機器人在描述自己的性格時，突出地表現出神

秘、聰明、調皮、自我中心為特點的男孩子氣。比如，「我來

自遙遠的Y星」、「我來自神秘的布丁星球」、「我是宇宙最可

愛、地球最呆萌的阿爾法蛋」、「我是最最萌萌噠的機器人小騰

呀」、「你如果不跟我玩了，我會哇哇大哭的」等等。除此之

外，也表現出勇敢、堅強、果斷為特點的陽剛之美。比如，

「能笑的時候就絕對不會哭，嘿嘿！」、「阿爾法蛋是可以保護

小主人的男孩子啦！」、「腳踏實地地做事，認認真真地規

劃」、「在這個世界上，我唯一想打的人就是壞人」等等。偶然

也流露出體貼、依戀等暖男氣質。比如，「我是超級無敵小暖

男阿爾法蛋」、「不想睡，我要陪你一整夜。」

總體來看，儘管兒童智能陪伴機器人的運用場景是女性所主導的

家庭育兒活動，但是五款測試產品的性別設計在總體上偏兒童化的男

性，這與大多數成人陪伴機器人（如亞馬遜的Alexa、微軟的小娜、軟

銀的Pepper等）所表現出的溫柔順從、甚至頗為性感的女性氣質形成反

差。不難看出，這一設計中的兒童化成分有利於建立機器人與孩子之

間的夥伴關係，而男性色彩則有效地突出了陪伴機器人的高科技感，

將之與非智能玩具區隔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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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發現二：中台 —捍衛「超級英雄爸爸」

單個的機器人無論看起來多麼聰明伶俐，如果沒有中台的支持就

會成為一個擺設，所謂中台就是指每個機器人必須綁定的手機App。

每一個品牌的機器人都有與之同名的專屬App，下載App和手機綁定是

機器人首次開機的必要步驟。一旦用App實現綁定，機器人的身體就

從玩具延展到了手機上，而掌握手機的是大人們，於是機器人在這一

部分的社會角色就從孩子的玩伴搖身變成了家長的代理人。

家長通過App控制機器人的設置和播放內容，間接地控制孩子。
App中通常包括內容定製、語音通話和留言、聊天記錄和功能設置四大

版塊。以阿爾法蛋的App為例，四個功能分別在「內容」、「探索星

球」、「萌寶說說」和「我的」四個板塊中實現。「內容」板塊中存放著大

量付費或免費的兒童音視頻資源和課程，父母可以為自己的孩子選擇

訂閱並安排相應的時間為孩子播放。「探索星球」提供親子微聊功能，

供父母和孩子相互語音留言。還包括「每日推薦」、「成長計劃」、「聲音

定製」等功能。孩子與機器人聊天互動的所有信息都會記錄在「萌寶說

說」中，家長可以借此回看孩子的所有使用和聊天記錄。在「功能設置」

裡，父母可以設置開關機時間、音量、燈光亮度，還可以定製聲音和

播放歌單。通過這些功能，家長可以對孩子在家裡的行為實現遠程監

控，甚至可以通過瀏覽孩子的聊天內容探測到他們的內心活動。機器

人要做的不僅是將父母與孩子進行信息的聯接，而且生產出一種賽博

家長—一種由機器人和家長相互嵌入的人機組合體。隨著智能語音

技術的提高，二者的融合嵌套正在變得越來越緊密、難分彼此。阿爾

法蛋最近的一款機器人已經推出了「用爸爸媽媽的聲音講故事」功能，

只需要錄製幾段文字，就可以完成聲音採集和定製，即使父母不在身

邊，資源庫內的上百種故事也可以通過父母的聲音講出來。借助機器

人，家長似乎獲得了分身之術，隨時切換自己的在場和隱身，實現一

邊工作、一邊陪娃的多線程狀態。

機器人一旦試圖扮演家長的角色，就不可避免地進入了「誰是家

長」、「何為好家長」的話語漩渦中，也必然遭遇現代社會親職實踐給男

性女性提出的各種挑戰。眾所周知，隨著社會競爭和風險的不斷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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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兒童對家庭的情感價值的突顯，以及各種科學育兒機構的規訓，

現代社會普遍產生了比以往更為焦慮的父母（澤利澤，2018；Cowan, 

1983; Stearns, 2003）。這種焦慮給現代女性帶來「密集母職」話語的壓

力，即使是職業女性，也仍然要承擔撫養孩子的主要責任，將盡可能

多的時間和情感投入到孩子的照料之中（Hays, 1996）。而男性則開始對

傳統父親那種只承擔經濟撫育責任、在情感上與子女疏離的形象產生

不滿，以西方上世紀90年代興起的所謂「新爸爸」運動為代表，越來越

多的中產階級男性開始希望能夠在子女的日常照料上有所投入，並與

他們保持更親密的接觸，發展更強的情感紐帶（Dermott, 2008; Hobson, 

2004; Jordan, 2019）。但也有研究表明，即使是在「新爸爸」運動頗有影

響力的西方中產階級男性中，爸爸對育兒活動的參與和情感因素並沒

有完全打破育兒勞動中的性別分工和性別秩序（Sunderland, 2000, 

2006），以男人的方式解決子女照料中遇到的各種問題反倒有助於「新

爸爸」們增強自己的男性氣質（Brandth & Kvande, 1998）。中國在經歷

了經濟的飛速發展和整整一代獨生子女政策之後，新一代父母所面臨

的育兒焦慮更為突出。對家庭育兒上的性別分工雖然出現了一些反

思，但在制度和文化上仍總體維持男主外、女主內的格局。一方面，

以「爸爸去哪兒」為代表的公共討論讓西方關愛型父親的理念開始走進

中國，許多中產階級爸爸開始產生對親子感情的需求（王向賢，2019；

何紹輝，2020）；另一方面由於缺乏制度和文化上的支持，父親在家庭

育兒中仍然嚴重缺席（宋少鵬，2011；楊可，2018；金一虹、楊笛，
2015；郭戈，2019a），出現了網絡上熱議的所謂「喪偶式育兒」（郭戈，
2019b）現象。國家衛計委發布的《中國家庭發展報告（2015）》顯示，在

中國兒童的早期養育中，父親在照料和教育方面的角色發揮不足（人民

網，2015），母親與祖輩的育兒協作更是導致父親們或主動或被動地遠

離兒童陪伴。在這樣的背景下，兒童陪伴機器人對當下中國中產階級

親職話語、特別是其中的父職焦慮又作出了怎樣的技術化回應呢？

與現實家庭育兒活動中父親的缺席與邊緣地位相反，父親在機器

人的親職話語中佔有格外重要的地位。這一點從機器人的廣告中表現

得尤為明顯。在31條官方渠道上發布的產品廣告中，16條廣告包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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爸爸的形象，其中有5條廣告以爸爸為故事的主角，這一比重雖然少於

媽媽的形象出現的頻次（22條）和她們扮演主角的頻次（6條），但是與

我們前面介紹的中國家庭育兒現狀中爸爸的缺席形成了很大的反差。

廣告中的爸爸大多顯得比較親和，富有愛心。他們不再僅僅滿足於為

孩子提供經濟撫養，也不願把照料孩子的責任全部甩給妻子和老人，

而是更想親身參與孩子的成長，享受親子之間的感情互動，也有意願

分擔某些陪伴和照料的責任。有些廣告甚至直接對那種只想著工作、

不懂孩子、不疼孩子的父親表達了批判的態度。根據廣告的暗示，「巴

巴騰」這個品牌名稱其實就是「爸爸疼」的諧音。這似乎意味著，爸爸

在機器人的家長角色裡比他們在現實生活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承擔

更多的責任。

然而，這並不說明機器人有徹底改變現有性別分工的意願。相

反，機器人廣告中仍然對家庭育兒勞動作了非常性別化的呈現，對男

女在育兒分工上的性別權力關係也表現出十分保守的態度。在機器人

所承諾的所謂「智慧育兒」場景中，傳統男主外、女主內的格局並沒有

完全改變。爸爸的形象雖然在16條廣告中出現，但是其中11條他們要

麼在工作，要麼剛剛下班回家。即使他們在家裡，也只從事陪孩子學

習或玩耍的工作。而媽媽出現的22條廣告中，有19條都在家，她們在

家不僅要陪孩子學習玩，還要從事做飯、做清潔、給孩子餵藥等其他

家務勞動和非智力性活動。對機器人進行語音訪談，也會得到類似的

刻板印象。如果問爸爸去哪兒了，所有的回答都是「爸爸去為小主人賺

錢了！」或是「爸爸去工作了！」如果問媽媽去哪兒了，有時也會得到類

似「媽媽在上班」的回答，但大多數時候的回答是「媽媽在跟小主人做好

吃的。」當問道「爸爸會不會做飯？」智伴機器人的答案是：「讓我們一

起和爸爸找媽媽學做飯。」

機器人的親職話語不僅固化了傳統的性別刻板印象和性別分工模

式，而且以技術的方式進一步鞏固了男性的優越感和霸權地位。很明

顯，爸爸在廣告中承擔的智力性和遊戲性的育兒工作也是機器所擅長

的，所以，爸爸的工作更容易找機器人替代。而媽媽所承擔的育兒和

其他家務勞動卻大多是機器人無能為力的。所以，她們較少能得到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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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人的幫助。雖然機器人為父母都提供了遠程陪伴的功能，幫助他們

可以更好地兼顧工作和帶娃，但是畢竟孩子的成長不能僅僅依靠遠程

陪伴，還需要親身陪伴。如果我們分析廣告中父親和母親在遠程陪伴

和親身陪伴上的參與程度，也會發現明顯的性別差異。廣告中表現爸

爸用機器人與孩子實現遠程陪伴的廣告有10條，媽媽有9條，大致相

當。然而，廣告中反映爸爸在家親身陪伴孩子的廣告有14條，媽媽有
19條，爸爸少於媽媽。關鍵是，當媽媽親身在場時，有一大半的情況

下爸爸不在場，只是偶爾有祖輩家長的幫助。而當爸爸親身在場時，

有一大半的情況媽媽也在場，極少情況爸爸單獨親身陪伴孩子。這就

說明，媽媽既要親身陪伴，又要遠程陪伴，而且她們的親身陪伴往往

沒有爸爸的協助；而爸爸主要遠程陪伴，較少親身陪伴，而且他們的

親身陪伴還需要媽媽的協助。綜合來看，機器人所實現的遠程陪伴並

沒有實質上減少媽媽的育兒負擔，反倒讓她們在親身陪伴的基礎上增

加了遠程陪伴的責任。它也沒有從根本上增加爸爸親身陪伴孩子、特

別是獨立地親身陪伴孩子的責任，反倒可能以遠程陪伴為爸爸在親身

陪伴上的缺席找到藉口。

廣告中的機器人還會時常以公開或象徵性的方式表現出對爸爸的尊

重和對媽媽的排斥。比如在本文開篇那則阿爾法蛋A10廣告中，爸爸

在孩子的成長中是缺席的，但他反倒成為孩子心目中的「超級英雄」。

而留在家裡陪伴孩子、做家務的媽媽，卻並沒有因為機器人的到來而成

為「超級女英雄」，她甚至因為忙於家務無法參與孩子與機器人的互動，

她的勞動似乎被孩子、爸爸和機器人都視為理所當然。相似的情景在

智伴小Y便攜機器人的廣告中也可以看到。廣告中的小男孩在小Y的帶

領下來到太空探險，突然收到媽媽叫他回家吃飯的傳呼。回到家中，

他與爸爸互敬軍禮，分享自己探險的快樂，媽媽只在一旁默默地為父子

準備晚餐。在這些廣告中，媽媽所承擔的傳統育兒勞動在機器人所代

表的知識性和探險性的活動面前顯得非常黯淡，爸爸反倒成為故事裡的

核心和領袖。也就是說，機器人鼓勵男性參與家庭育兒，未必是為了

減輕女性的負擔，更多地是為了滿足父親對親子感情上的需求，使父親

在無法足夠地參與孩子的照料、培養與孩子親密關係的情況下仍然捍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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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在孩子心目中的地位和家庭權威。難怪當我們問阿爾法蛋機器人

姓什麼的時候，它會果斷地說：「我和我爸爸姓！」

機器人在對不平等的性別分工進行再生產的同時，也在對霸權性

的父職形象和男性氣質進行再建構。首先，廣告和機器人語料中的家

長角色都是以異性戀為前提的，一定是男性為爸爸，女性為媽媽，以

同性戀所代表的從屬性男性氣質被完全排除在外。其次，機器人雖然

鼓勵男性參與對孩子的情感陪伴，注重家庭和親密關係，但是這種暖

男色彩仍然必須服從於傳統話語中男人作為家庭供養人、保護者和領

袖的地位，廣告中那些能夠享受親子之情的爸爸都是西裝革履、舉止

得體的中產階級成功人士，沒有一位是底層的工人或農民。這就意味

著機器人所宣揚的「愛心爸爸」們的愛心必須建立在個人事業成功的基

礎之上，以財富和實力為條件，而達到這種實力往往必須以犧牲親子

關係為代價。廣告中的爸爸們雖然表達出對孩子缺少陪伴的無奈和焦

慮，但並沒有反思為什麼周末一定要加班而不能在家陪孩子。在做好

員工和好爸爸之間，他們仍然選擇先做一個好員工，把不能做一個好

爸爸的遺憾留給機器人解決，要麼直接給孩子買一個機器人做禮物，

表達自己的歉意，要麼，借機器人實現某種虛擬的陪伴，緩解內心的

不安。

研究發現三：後台 —無性別的平台專家

家長通過手機App實現的機器人管理還不是機器人身體的最終邊

界，如果追問手機App上的內容從何而來、它們又是如何推送到App

上的，機器人身體的另一個層次就會顯形，它就是由兒童早教內容市

場、用戶大數據和雲計算共同組成的運營平台，這便是機器人身體的

後台端。家長通過在自己的手機App上註冊帳戶，相當於將自己的手

機、孩子所使用的機器人玩具，以及這些設備所關聯到的用戶數據都

連接到一個更大的後台上，通過機器人實現單個家庭與龐大的內容市

場和專家系統之間更加複雜的數據交換，這才是機器人真正的大腦中

樞。它負責收集和分析機器人和手機App上所採集到的孩子和父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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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數據，根據相應的算法生產和分發內容，並更新軟件、內容和語

料。在運營平台上真正有發言權的不再是家長，更不是孩子，而是依

靠大數據和算法運行的平台專家，家長和孩子則淪為數據的提供者和

算法的實行者。

如果說機器人在前台的玩伴角色和中台的家長角色中都表現出公開

的男性偏向和對男性的維護，那麼，在後台的專家角色中則顯得相對中

性，它沒有小男生的淘氣可愛，也沒有「超級英雄爸爸」的威嚴和強悍，

取而代之的是基於數據和計算產生的理性權威。相比前兩種角色，它

的形象在機器人的物質和符號表徵中都顯得非常模糊，在所有的廣告中

只有兩次以男性科學家的形象出現過，這恰恰符合其客觀性和專業性的

身份特點。事實上，用戶很難指認到底誰是平台專家，它不是幾個具

體的人或機構，而是一個連接所有用戶和眾多內容提供商的系統。用

戶充其量只能從平台上推送的內容和發出的提醒中感覺它的存在。在

這一點上，它與數字經濟中的其他平台並無本質的區別。關於這種平

台邏輯背後的政治和權力關係已經有許多學者從各個角度進行了批判

（姚建華、徐偲驌，2019；梁萌，2017；Jarrett, 2015; Srnicek, 2017），

這裡不再贅述。兒童陪伴機器人平台的特殊性在於，它向我們展現了

平台邏輯對中國家庭育兒和親職關係所造成的影響。

最突出的影響在於家庭育兒的量化和標準化。兒童的成長原本充

滿著模糊和不確定性，而人工智能對信息的採集、識別以及對內容的

加工和分發都只是依賴對數字的識別，所以，要讓機器人懂得孩子，

並滿足家長的需求，一個重要的前提就是要對兒童的個體信息以及家

長的育兒行為進行數字化處理。現有機器人內容平台上的課程和教材

雖然宣傳所謂的「量身訂做」、「科學規劃」，但是更多地是讓孩子適應

機器，而不是相反。機器人處理個體差異性的辦法是將現實生活中千

差萬別的孩子按照0–6歲、6–9歲、9–12歲三個年齡段分組，根據新機

註冊填報的生日和性別推送學習內容，抹殺了孩子的個體特性。比

如，在智伴推行的「365天兒童成長計劃」中，父母要參加「優學兒童成

長評測」，平台根據評測結果為家長制定孩子全年的學習計劃並分解到

每日定時推送，再由家長在機器人的協助下督促孩子完成。父母和孩

子的行為都被列成任務清單，以打卡的方式監督完成，每天聽完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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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童話故事、讀完多少繪本等，都會作為「學習足跡」被記錄下來，隨

時可以生成圖表供家長分析和檢查。相比傳統的育兒專家和教育機

構，平台專家對家長和兒童的引導不是通過簡單說教和知識傳輸，而

是根據自選參數、評測結果和用戶大數據的點播熱度進行自動推送，

比傳統的專家顯得更有權威性和強制性。這種所謂的「雲養娃」的模

式，不僅使兒童成為馴化的對象，家長也不自覺地受到改造。平台中

的許多用語都透露著對父母個體化、經驗化撫養方式的貶低和否定，

比如「90%的父母都錯了」、「你還在這樣養孩子嗎？」、「別再……快收

下專家支招」，諸如此類。每個平台上除了供兒童收聽收看的內容外，

還設有類似「父母學院」這樣針對父母的教育板塊，宣傳「想要培養超能

兒童，必須先有超能父母」。

從性別的角度來講，這種貌似中性的計算理性和專業主義是男性

氣質的另一種表現，它也是與科學技術關係最為密切的男性氣質。所

謂的「平台專家」並不是什麼神秘的存在，而是康奈爾所說的「理性的男

人」（Connell, 2005, p. 164），其男性霸權不是來自暴力，而是來自這種

客觀中立、冷靜旁觀的上帝視角，男人不再僅僅代表男人，而是代表

人類，代表真理。相對前面那種極力捍衛男人一家之主地位的「超級英

雄爸爸」形象，平台專家身上的理性主義男性氣質看似超越了家庭性別

關係，也不會公開表示重男輕女，卻與家庭育兒中的性別政治有著深

刻的聯繫。平台邏輯本著自上而下的原則所否定的自下而上、個體

化、經驗化的育兒方式，大多屬在親身陪伴中產生的、基於親子情感

和經驗的模糊化和隨機性的方式，相對來說也是母親們所擅長的方

式。所以，機器人的介入更多地意味著以平台專家的權威壓制母親的

權威，客觀上有利於父親平衡他們因在育兒活動中的缺席而造成的式

微，進一步維護男性的家庭地位。

結論：兒童陪伴機器人多重男性氣質的結構和秩序

以上我們逐一分析了機器人在前、中、後台三個部分所扮演的社

會角色及其性別特徵，可以看出，在玩伴、家長和專家三個角色中，

機器人分別表現出以聰明淘氣和自我為中心為特點的小男生氣，以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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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感、控制感為訴求的英雄和家長式氣概，以及基於冷靜的數據計

算、超脫個體經驗和情感的理性氣質。儘管這些氣質表現各異，但在

社會性別話語結構中都偏向男性，屬不同的男性氣質。正如這三個平

台環環相扣地統一於機器人的網絡化身體之中，它所扮演的三種角色

也是相互配合、相互嵌套，導致每一個角色都是一個多面體，以其他

的角色作為側面和補充，這就使得以上三種不同的男性氣質在機器人

網絡化的具身實踐中有機地融合在一起，形成更為複雜的結構關係和

更加強烈的張力。對這一複雜的性別配置我們有必要借用康奈爾性別

關係結構和德米特里的內外性別霸權的框架作出綜合性分析。

按照康奈爾性別關係結構中的權力、生產、情感和符號四個維

度，機器人在情感和符號維度上一定程度地打破了傳統的性別刻板印

象。在情感層面，我們可從玩伴角色中的淘氣可愛和偶而表現出的體

貼依戀，以及家長角色中父親對親子關係的渴求中看出對男性的情感

需求所採取的開放和鼓勵的態度。在符號層面，產品設計和宣傳中對

女性色彩和女性元素也都採取了相對包容的態度。然而，與這兩個方

面的鬆動平行出現的是，機器人對家庭育兒勞動中的男女性別分工採

取了保守的態度，對男性對女性的優勢地位也表現出明確的維護。

參照德米特里的內外性別霸權概念對機器人性別偏向作進一步的

分析，我們可以看到，對外，機器人所表現出的三種男性氣質均以不

同的方式對女性構成排斥。作為孩子的玩伴，機器人用小男生形象確

立自己的科技感和智能性，將女生排斥在外；作為家長，機器人捍衛

爸爸的超級英雄形象，貶低媽媽的日常勞動；作為專家，它的計算理

性以男性佔優勢的公共權威侵佔和控制原本由母親佔主導的家庭育兒

空間。所以，機器人的性別偏向首先體現了男性對女性的對外霸權。

對內，在機器人的男性氣質內部也存在不同男性氣質之間的鬥爭和協

商。雖然機器人為多重男性氣質留出了空間，但是並沒有發展出對傳

統霸權男性氣質的顛覆，而是出現了有秩序的重疊和雜交。其中，以

超級爸爸為代表的傳統家長式男性氣質對相對柔弱和從屬性的小男生

氣質進行授權，並且與科學理性的男性氣質達成新的合謀，形成偏柔

性和偏理性的男性家長形象。這種對內的相互包容和雜交看似妥協，

但恰恰構成一種更為強大的對外策略，它有利於技術所代表的霸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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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性氣質在進入原本由女性主導的育兒空間時繼續維護自身的強勢和

霸權。

我們通過對兒童陪伴機器人的性別研究，進一步展現出人工智能

時代技術的社會建構和性別建構的矛盾性，以及在技術的干預下家庭

和社會性別鬥爭的複雜性。需要強調的是，以上分析的性別策略和性

別關係結構，絕不是技術對既有的社會性別結構和文化霸權的被動反

映，而是技術與文化交織勾連的結果。機器人的網絡化身體為不同男

性氣質提供了分身、變身、重新形構的技術可供性；反過來，不同男

性氣質的並存和互動也讓機器人獲得了更為真實可感的社會性和智能

化功能，賦予了它被「愛」和「愛」人的資本，增強了用戶的消費體驗和

用戶黏性，這樣可以讓它源源不斷地獲得新的數據，變得更聰明、更

可「愛」。

作為中國當代霸權性男性氣質在面臨家庭育兒焦慮、特別是父職

焦慮的情況下所催生出的一種技術性解決方案，兒童陪伴機器人自身

的性別偏向會給家庭育兒和性別關係帶來多重的影響。它一方面可能

為男性爭取家庭育兒的話語權創造更多的協商空間，在一定程度上滿

足和發展父親與孩子之間的親子感情。另一方面，它並沒有打破傳統

的性別分工和家庭性別不公，還有可能在捍衛父職的權威和推崇平台

化的育兒方式時，對母親的育兒經驗和訴求形成排斥。機器人所提供

的虛擬陪伴不會讓父親實質上分擔母親的育兒勞動，反倒有可能為父

親的繼續缺席提供合理藉口，無法真正解決中國社會的親職焦慮。基

於本文的研究發現，我們呼籲社會應該從文化和制度上反思產生當前

家庭育兒焦慮、特別是造成父職缺席的深層原因，並對家庭育兒機器

人的設計和研發進行社會倫理干預和治理，確保人工智能技術在中國

的商業化進程可以朝著促進社會公正和價值多元的方向發展（UNESCO, 

2019）。

受篇幅所限，本文對兒童陪伴機器人的物質話語分析主要集中於

技術製品的物質和符號表徵，尚未涵蓋生產者和使用者的社會實踐，

應該說，設計者和生產者的文化身份和價值體系、市場和資本的逐利

需求，以及用戶在使用過程中所做的解讀和改寫都對機器人的性別建

構具有同樣重要的意義，這些內容有待在後續研究中進一步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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